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城市政治学视角的思考

———对话青年政治学学者张癑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拓展，作为次国家层面比较政

治研究的重要领域———城市政治研究逐渐兴起，也逐渐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

向和可靠抓手。２０２０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席卷全球。由于

人口密度普遍较高、人员流动性更强，城市受疫情的影响尤为严重。面对疫情，

一些城市应对出色，一些城市则应对欠佳，最终导致不同国家的疫情防控成效大

相径庭。由此，围绕疫情防控的比较政治和比较城市治理也成为政治学年度热点

研究领域之一。

作为长期专注于比较政治学、城市政治学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者，

张癑教授多年来在中国、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国从事田野调查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在这些领域和相关研究方法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心得。她２００２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赴美留学并于２００８年获普林斯顿大学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政治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ａｔＣｈｉｃａｇｏ）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研究生项目主任和 《城市

事务评论》（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ｖｉｅｗ）杂志的共同主编。张癑教授在 《中国季刊》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城市》（Ｃｉｔｉｅｓ）、 《土地利用政策》（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

《城市事务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过多篇英文论



 受访人：张癑 （ＺｈａｎｇＹｕ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ａｔＣｈｉｃａｇｏ）政治学
系长聘副教授、研究生项目主任和 《城市事务评论》（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ｖｉｅｗ）杂志的共同主编。访谈人：杨端
程，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康张城对本文初稿的文字整理亦有贡

献，对此深表感谢。



文，其专著Ｔｈ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Ｐａｒｉｓ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曾获美国政治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年 “最佳城市政治学图书”提名奖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ｏ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ＢｅｓｔＢｏｏｋＡｗａｒｄｉｎ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本人翻译的中译本专著 《城市碎片：

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护中的政治》。

２０２０年８月，杨端程对张癑教授就城市政治和比较政治的研究心得进行了视

频采访，将专访整理成文，并经她本人审订，其中部分内容曾以电子版的形式刊

发在微信公众号 “政文观止 Ｐｏｌｉｖｉｅｗ” （ＩＤ：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ｇｕａｎｚｈｉ）上，当时受到了较

多的关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杨端程再次就一些问题通过视频专访的形式请教了张癑

教授，并将其加入原来的专访当中并对全文做了全面的补充和修订，形成此文。

在访谈中，张教授首先回顾了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开始城市政治学研

究的经历，并介绍了其博士论文和专著 《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

护中的政治》的调研与写作历程，分析了书中提出的政治割据理论对不同政策议

题的适用性。随后，张教授谈到了正在写作中的新书，这是一项关于中国、印度

和巴西城市治理与非正规住宅的比较研究，书中不仅揭示了城市化及其多样性对

国家发展的重大影响，还对国家能力理论进行了更新，提出应从有效性和包容性

两个维度来考察国家能力。同时，她以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例，探讨了质性研究与

田野调查的价值。最后，张教授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对如何提高中国城市建设和

城市治理的能力提出了建议。这些研究经验或对未来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城市政治

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走进城市政治学

杨端程：从您的求学经历来看，您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后赴普

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转向了对城市政治的研究呢？

张癑：选择城市政治这个研究方向的根本原因是我对城市的兴趣与热爱。我

在 《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护中的政治》一书中也提到，我是在

北京出生长大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是北京变化最大的一个时

期，也恰好是我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了我很多触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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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搞明白为什么我生活的城市会经历这些变化。后来我有机会去考察更多的城市，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愈发感到城市是一种给我很多刺激和灵感的存在。

在我看来，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一场 “流动的盛宴”。城市也是陌生

人的集合体，可以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轨迹，这些都构成了我研究灵感的源泉。

有人说，很多学术研究都带有自传体性质，一名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视角往往

有他个人生活史的影子，我觉得挺有道理。

我正式步入城市政治这个研究领域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学系读书期间，系里要求每个研究生选择三个方向修课并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我

选的方向分别是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哲学。在普林斯顿的第二年，我接

触到了城市政治学这门课，授课老师是麦克·丹尼尔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

教授，他是城市政治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对城市发展和排他性区划很有研究。在

美国的政治学学科谱系上，城市政治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分支，关注美国的地方民

主、财政、种族关系等问题，因此在上课之前，我并不确定这门课是否适合我，

但很快我的这种顾虑就打消了。我在上了第一堂课后就感到很有收获，好像推开

了一扇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有意思的是，我是那年唯一选修这门课的

学生，所以这门课的教学形式就变成了丹尼尔森教授和我每周３个小时一对一的

授课。丹尼尔森教授的要求很严格，每周布置的文献阅读量通常都有２００多页，

上课还会时不时提问，让学生对不同的文献进行分析与评介。因为我是唯一一个

学生，没办法 “偷懒”。即使熬夜，也要确保读完教学大纲上列出的每一篇文献，

所以这是我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上的最认真的一门课。

这门课不仅使我对美国的城市政治有了系统的了解，也促使我开始思考美国

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城市政治。我认为，推动这个研究方向的关键是如何在比较政

治与城市政治之间搭建桥梁，把以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为传统研究对象的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次国家行为体上，特别是城市。由此，我开始探

索比较视野下的城市政治。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我写博士论文时只找到了一两

本相关的书。近些年，这个领域在政治学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很多

精彩的研究。我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学者经常在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上组织比较城

市政治学的短期课程和专题讨论，希望能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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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负笈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熏陶

杨端程：从您的专著中可以看到，虽然研究对象是城市，但是您在对北京的

分析中征引了不少中国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您在简历中提到博士论文委员会主

席是白霖 （ＬｙｎｎＴＷｈｉｔｅＩＩＩ）教授，想必您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启发吧？

张癑：是的，能够成为白霖教授的学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像很多老一辈

的学者一样，白老师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知识面非常广，和他聊天能得到各种

各样的启发。白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今天在美国很多的堪称中国政治研究的中

流砥柱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比如现在供职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杨大利

（ＤａｌｉＹａｎｇ）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的高敏 （Ｍａｒｙ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教授以

及目前服务于布鲁金斯学会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李成 （ＣｈｅｎｇＬｉ）高级研究

员。白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为我提供了最包容的学术发展空间、最有益的批评和

最有力的支持。

杨端程：您不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那样去研究精英政治、政党或者民主化问

题，而是另辟蹊径，从城市的角度去研究政治，还纳入了比较的视角，这是非常

独特的。您的博士论文出版后获得了美国政治学会２０１４年 “最佳城市政治学图

书”提名奖。① ２０１８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自己翻译的中文版，② 读者给出的

评分也比较高。③ 我们读完也和大多数读者有共鸣，认为这部著作的理论建构很出

彩，内容引人入胜，可谓有趣而不失深度。

张癑：非常感谢读者朋友们的肯定。其实，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研究政治，

无论这些角度是历史的、文化的，还是空间的。我欣赏的研究要有一个有趣和新

颖的视角，通过它来探讨大问题。好的研究一定是有趣的，能打动人的。所以，

你要想清楚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你的激情在哪里。我们的研究只有先打动自

己，才能打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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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ＹｕｅＺｈａｎｇ，Ｔｈ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Ｐａｒｉｓ，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张癑：《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护中的政治》，张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豆瓣读书：《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护中的政治》，ｈｔｔｐｓ：／／ｂｏｏｋｄｏｕｂａｎｃｏｍ／

ｓｕｂｊｅｃｔ／３０３７５６７７／，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这点我也受益于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中的其他几位老师，比如保罗·迪马吉

奥 （ＰａｕｌＪＤｉＭａｇｇｉｏ）教授，他是一位社会学家，是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的

开创者之一，他关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对我分析城市的文化遗产政策很有启发。

他让我看到，好的学问能得到不同领域的人欣赏，因此不要囿于自己的学科，跨

学科的视野能够拓展我们的想象力。另外一位老师斯坦利·凯兹 （ＳｔａｎｌｅｙＮ

Ｋａｔｚ）教授是历史学和公共政策学学者，也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人文奖

章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Ｍｅｄａｌ）获得者。他是我见过的最敬业、最睿智的人之

一，今年他已经８６岁①高龄了，依然在教课和做研究。２０１５年美国与古巴正式恢

复了外交关系，那年他８１岁，还亲自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古巴考察。凯兹教授的

言传身教给了我很多启迪，让我明白做学问不只是要解决一两个技术问题，而是

要有人文关怀，对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有所贡献。我很幸运遇到这些良师，他们对

我学术品位的形成，乃至个人的成长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探索政治割据的逻辑

杨端程：您在博士论文专著中比较了北京、芝加哥和巴黎三地城市保护中的

政治，精彩分析的背后是扎实的田野调查，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田野调查中遇到

的一些趣事和收获，以及您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张癑：这个问题可以讲很久，因为田野调查是我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我最享受的一部分。从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我前前后后在北京、巴黎和芝加哥三

地总共进行了２４个月的田野调查，做了２００多个访谈。

对我来说，田野调查中最大的挑战并不是语言不通或安全问题，而是能不能

找到适合的访谈对象。如果找不到，或者访谈了几个人发现进展不下去了，那么

所有的计划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请熟人介绍，我去

每个地方做田野调查之前都会请朋友、同事帮忙介绍本地人。大家介绍的联系人

往往以学者居多，大部分也和我不是同一个研究领域的，但可以通过他们认识更

多的人，这就是 “雪球效应”（ｓｎｏｗｂａｌｌｅｆｆｅｃｔ）。这个过程有时令人感到非常疲惫，

因为往往要经过三四个人的介绍才能最终找到那个与自己的研究题目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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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张癑教授在２０２０年访谈中提及的凯兹教授的年龄，２０２２年凯兹教授已经８８岁了。



的人。

另一个办法是 “毛遂自荐”。比如，我在芝加哥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很多政府会

议是对公众开放的，上至市议会的例会，下至各个职能部门的听证会，市民都可

以旁听。我参加了很多与论文题目相关的政府会议，会后拿着自己的名片向想要

访谈的官员或参会者做自我介绍，问对方是否愿意和我聊一聊。一般来说，大多

数人都很愿意，会给我留下联系方式。很多受访者能和我一次聊上两三个小时，

我和大部分人约谈了不止一次，很多人还把他们的同事介绍给我。有的受访者是

建筑师或者房地产开发商，会专门带我去看他们主持的项目。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一位黑人女性市议员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她连任了５届，是芝加哥政坛威望极高的人

物。我研究的案例之一———芝加哥南部最大的黑人社区 （Ｂｒｏｎｚｅｖｉｌｌｅ）就在她的辖

区内。当时是冬天，她开着车带我在她的辖区内参观，给我讲了很多黑人社区的

故事和自己的从政经历。她于 ２０１０年当选伊利诺伊州库克郡 （ＣｏｏｋＣｏｕｎｔｙ，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主席并连任至今，作为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女性，她非常了不起。

说到这个黑人社区不得不提一个故事。这个地方在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种族隔

离期间曾经非常繁荣，所有的黑人中产阶级都住在这里，黑人企业家在这里投资，

著名的芝加哥蓝调也发源于此。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黑人

获得了自由选择住宅的权利。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黑人中上阶层人士的搬

离和投资减少，这个社区开始衰落，从此饱受贫困、犯罪问题的困扰。一次偶然

的机会，我参加了这个社区内一个居民自治团体举行的例会。当时他们正在讨论

如何对本地的建筑遗产加以保护，申请联邦一级的文化遗产项目和投资，重振社

区。我在会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他们提了一些建议。与会成员非常高兴，当

即热情地邀请我作为理事加入他们的组织，帮助他们完成文化遗产项目申请。这

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一方面，我通过与这个组织成员的互动进入了这个

社区内部；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为他们做一些事。

我认为，学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不应是简单地从他们那里收集信息，而是应该建

立一种相互信任，通过自己的参与回馈他们所在的社区。

相比之下，我在巴黎做田野调查的体验则与芝加哥不同。我第一次去巴黎是

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当时刚刚萌发研究城市保护问题的想法，正好学校放秋假，于

是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巴黎走走，看看对这座城市的感觉如何，是否适合做更深

入的研究。我那时还不懂法语，只在临行前向我的法国同学学了一句： “Ｐａｒｌｅ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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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ｕｓａｎｇｌａｉｓ？”（“你会说英语吗？”）凭着这句话，我一个人在巴黎生活了一周。

在一个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初来乍到，当然会经历一些小波折，但是我

度过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愉快。后来走在大街上，也经常会有法国人向我问路，这

让我信心爆棚，看来我已经像个本地人了。

正式将巴黎定为论文的一个案例之后，我就开始学法语，因为导师们对我说，

不掌握当地的语言是无法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经过两年多的语言学习和准备，

我在２００６年回到巴黎做田野调查时已经可以较为熟练地用法语阅读文献和进行日

常对话了。与芝加哥各种开放的研究资源不同，在巴黎想联系访谈对象必须通过

别人的推荐，而且是很正式的推荐，比如写介绍信，这大概与法国等级化的社会

结构和重视社交礼仪的传统密切相关。由于文化遗产保护在法国属中央政府管辖，

我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了很多在法国文化部、财政部和交通部工作的官员，他们

都非常友好，而且表现得十分专业。

其中很有趣的一次经历是访谈一位法国国家建筑师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ｅｄｅｓＢｔ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Ｆｒａｎｃｅ），他隶属于法国文化部，是专门从事巴黎城市规划和保护的专业人士。

我们在电话里约定了访谈日期后，他给我发了一份书单，有五六本书，都是关于

巴黎城市保护和规划的法语文献，希望我能在与他见面前看完。我当时有点崩溃，

但为了完成访谈，赶紧去买书，花了几天时间把这些书大致浏览了一遍，结果和

他访谈的效果非常好。他在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非常丰富，我们谈了几个

小时，他还邀请我到巴黎市政府规划部门做了一次讲座，分享自己对于北京和芝

加哥的研究心得。我们常说访谈有两个策略：“装聪明”（ｐｌａｙｓｍａｒｔ）和 “装傻”

（ｐｌａｙｄｕｍｂ）。这次经历就是典型的 “装聪明”，让对方知道你做了功课，不是外

行，这会赢得他的尊重。访谈对象会把你看作平等的交流对象，而不会把你当成

一个外行在向他请教问题。

除了做访谈，我在这三个城市做田野调查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走路。我几

乎走遍了这些城市的老城区和大大小小的街区。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全靠看纸

质地图，这种经历反而让我对城市空间的感觉更强烈。我记得一项研究指出，谷

歌地图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这样的数字化工具其实弱化了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这些

应用程序 （Ａｐｐ）为我们规划好行走路线，使我们的旅程简化为从一个点到另一

个点。这样固然提高了效率，可以少走弯路，但也会错过沿途的很多风景。我很

喜欢在城市中 “迷路”，因为这样总能给人惊喜。对我而言，在田野调查中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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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路是白走的，也没有一次谈话是无意义的，它们可以使你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

座城市。

杨端程：您在著作中提出了政治割据的类型学———功能性割据、地域性割据

以及层级性割据，并将它用于对城市保护的分析。我很好奇这个理论是否具有广

义性？能否可以用于分析其他关于城市治理的议题？

张癑：政治割据理论的核心是权力的拥有者如何 “划地盘”，很多政策制定领

域都有类似的游戏规则。一个很直观的例子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短短几年内

建成了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网，中央政府的跨省协调能力在其中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相比之下，美国的铁路里程却非常短，虽然近些年美国国内有在中西

部和加州修建高铁的动议，甚至有联邦政府的拨款，但最后都无一例外地破产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州之间的地域性割据，州长的权力非常大，彼此间的利

益难以协调一致。奥巴马 （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总统在任期内还专门在白宫设立了一

个城市事务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这是美国第一次在联邦政府内设立这

样一个机构，希望以此协调各地资源，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发展，但最终还是

不了了之。因为根据 “狄龙规则”（ＤｉｌｌｏｎｓＲｕｌｅ），城市的权力是州赋予的，在很

多问题上必须听令于州政府。

然而在中国，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权限划分非常重要，它们的边界也经常发生

变化，会形成一种功能性割据。比如，２０１８年国务院进行的机构改革取消了原来

的国土资源部，新设了自然资源部，同时把原本属于国土资源部的国土审批职能

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职能全都纳入自然资源部。因此，地方规划部

门在工作中可能搞不清自己的上级部门是哪一个，在业务上应该怎样进行对接。

此外，中国的政治系统在非常丰富的同时也十分复杂，因此我在著作中提到的

三种割据形式在当代中国都有体现，这在另一面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自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自上而下展现出了非常强大

的国家能力 （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及时阻遏了疫情传播，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成效，受到了民众的普遍称赞。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

思的现象，我注意到国内不少民众私下会抱怨各地的防疫措施千差万别，涉及跨区

域流动的手续较多，甚至还比较烦琐，给出行和复工复产带来了不便。举例来说，

各地的健康码互不承认，一旦民众需要跨区域流动，就需要申请目的地的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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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省内部不同的城市都开发了不同的健康码。这些健康码有些需要在微信／支付

宝的小程序上注册申领，有些还要下载专门的应用程序，这给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或者不熟悉微信／支付宝操作的用户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尽管现在民众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微信／支付宝程序申领由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提

供的基于后台大数据实时计算的健康码，用于乘坐公共交通和跨区域流动，但由

于各地出台了不尽一致的防疫规定，因此持全国统一的健康码进行跨区域流动并

不一定都有效，仍旧需要申领不同目的地的健康码。例如，外地居民往来北京不

仅要申领注册 “北京健康宝”的防疫码，还要求再提供基于移动通信的大数据行

程码。从理论上来说，全国统一的健康码已经包括了各个地方健康码的信息和功

能。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并依靠全国统一的

健康码往来各地，这样可以简化许多手续，提高疫情防控工作的效率。但是在另

一面，国家政务平台的居民健康信息又是由各地负责上传汇总的，各地之间并不

能做到完全实时的沟通，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 “悖论”。因此，前述的这种情况在

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兼具地域性和层级性的 “政治割据”状态。当然，近来一些

新闻报道已经披露了有关职能部门要求加快推动建设各地疫情健康码互认的机

制，① 我想这也是对当前状态的一种积极回应。

四　城市化与 “非正规性”

杨端程：您在 《美国政治学会比较政治通讯》（ＡＰ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２０２０年春季刊上透露了您正在从事一本新书的写作。② 在这本书中，

您将研究对象转向了广州、孟买和圣保罗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非正规住房。请

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开始这项研究的以及研究的经历如何？

张癑：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是当前城市研究中最前沿、最亟待探索的议题。在

２０世纪初，全世界只有不到１４％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面。而到了２００８年，居住

在城市中的人口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而且这个数字在２０５０年将达到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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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多部门联合发文：各地要落实 “健康码”全国互认、一码通行》，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２０－１２／１０／ｃ＿１１２６８４６３３４ｈｔｍ，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ＹｕｅＺｈａｎｇ，“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Ｔｕｒｎ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ｉｔｉｅｓａｓｔｈｅＡｎｃｈｏｒｏｆ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Ｐ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ＶｏｌＸＸＸ，Ｉｓｓｕｅ１（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ｐｐ１３－２０



并且其中８５％的世界城市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

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大规模城市化同步进行。这些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又与１９世纪欧洲、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一个突出的特

征是在经济活动和空间发展上有很多超越规划和政府管辖的实践，即所谓的 “非

正规性”。我在新书中以中国、印度、巴西超大型城市中的非正规住宅为切入点，

探讨城市治理在这些国家当中是如何实现的。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非正规

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国家与 “非正规性”的关系

如何。

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对城市化进行反思。我在书中特别指出的是，城

市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线性过程。不同国家城市化的路径不同，就如同其现代化的

道路各异，是本国政治、经济和国家发展政策形塑的结果。城市化具有多样性，

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城市化率的数字，更是数字背后的逻辑。我从２０１３年开始

这项研究，在过去的七年中多次去这三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目前田野调查已经

完成，正在写作中。

在２０１３年第一次去巴西之前，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临行前看到一位名为爱德

华多·马科斯 （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ａｒｑｕｅｓ）的巴西学者的研究，觉得很好，在网上查到他

是圣保罗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ｏＰａｕｌｏ）政治学系的教授，而且在巴西城市研究领

域颇有名气。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写了封电子邮件，没想到他第二天就回信

了，还向我推荐了其他几位巴西学者。我在抵达巴西后陆续和这些学者见了面，

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们也自然而然成了好朋友，至今还保持着

联系。我在巴西还有幸采访到了圣保罗市当时的市长费尔南多·哈达德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Ｈａｄｄａｄ），他是巴西工党的政治新星，也是２０１８年巴西总统大选的候选

人之一。有趣的是，他参政前是圣保罗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因此他把我们的会

面称为 “同行间的会晤”。我在巴西的旅途中也结识了很多陌生人，他们给予了我

无私的帮助，乐意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很感激这些际遇。巴西是个美丽奔放

的国度，那里的人很热情，我对巴西的感觉可以说是 “一见钟情”。

我在巴西的田野调查也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比如去贫民窟调研遇到

警察和黑帮对峙交火。里约热内卢有近１／４的人口住在贫民窟里，很多贫民窟建

在山坡上，成了里约的城市名片。正如一部很有名的纪录片 《上帝之城》（Ｃｉｔｙｏｆ

Ｇｏｄ）所描述的那样，巴西的贫民窟通常是毒贩和黑帮把控的地盘。我在研究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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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黑帮、地方政府和警察长期以来在贫民窟的治理中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

种平衡在里约筹办奥运会的过程中被打破，州政府派出装备精良的军事警察对黑

帮进行围剿，因此我在里约做田野调查时专门走访了警方曾经采取过 “维和行动”

的贫民窟，采访了当地的警察和贫民窟居民。

另外，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是巴西政治经济剧烈变化的几年，巴西国内的政治思潮

从工党长期执政下的政治进步主义转向了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而经济发展情况

也受到了严重挫折，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ＤｉｌｍａＲｏｕｓｓｅｆｆ）遭到弹劾，右翼民粹

主义领导人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 （ＪａｉｒＭｅｓｓｉａｓ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通过选举上台。

这些变化恰好发生在我在巴西从事田野调查的几年中，因而我有幸目睹了它们的

产生与发展。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我每年都去巴西考察一次，每次都会经历大规模

示威游行，有一次还遭遇了警察释放催泪弹驱散参与街头示威游行的群众。最令

人难忘的是，２０１３年５月，里约热内卢有近一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政治腐败，

那晚我跟着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师生的

游行队伍，目睹了当时非常震撼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巴西社会力量的存在。

在印度的田野调查经历与在巴西完全不同。一方面，印度的基础设施比较落

后，交通不便，在那里进行实地调研非常辛苦，是对研究者体能的极大考验；另

一方面，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也很特殊，比如种姓制度延续至今，宗教的影响

力也非常大。这些都是一个研究者需要了解并在访谈中注意的情况。

我在印度进行田野调查最大的挑战是安全问题。大家平时可能已经从新闻报

道中看到印度城市的治安不太好，特别是有很多针对女性的犯罪。２０１４年我第一

次去印度，在德里的市中心感到很震惊，因为街上９０％的人都是男性。后来我才

了解到这与印度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有关，印度女性就业率只有２３％，而全世界范

围内女性就业率则接近５０％，中国更是超过８０％。德里的地铁有女性专用车厢，

但长长的一趟列车，只有最后一两节车厢供女性专用，非常拥挤。我一开始还会

选择从中间的车厢上车，但发现这些车厢里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男性，让人感到

很不舒服。于是，后来我只得进入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女性专用车厢。这种

由于缺乏安全感而实行的 “自我隔离”非常可怕，它也使得少数出现在公共空间

的女性更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在印度进行田野调查的另外一个挑战是卫生问题。在我第一次搭乘从

美国前往印度的飞机上，一位印度裔阿姨给我讲了很多 “外国人在印度需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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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须知”，其中一条是刷牙不能用当地的自来水，而要用瓶装水。我一直严格

遵守这些建议，在饮食方面也非常小心，所以从未闹过肠胃方面的毛病。但是，

在２０１５年的冬天，我在印度调研时还是大病了一场，一下瘦了１０斤，主要原因

是空气污染和劳累。德里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严重到随时随地都能够闻到弥漫

在空气中的呛人味道。后来我了解到，德里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一个主

要原因是周围的农村有焚烧秸秆的习惯，另外还有很多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小工厂

和满街跑的三轮摩的，冬天很多人都在咳嗽。我当时发着高烧，是印度房东家的

工人———一个尼泊尔小哥，开着三轮 “小蹦蹦”把我送到了据说是德里最好的一

家医院，我也亲历了一次印度的医疗。

虽然经历了很多 “磨难”，但印度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实地走访的国家，可以

用 “神奇”二字来形容。我在印度的田野调查和旅行途中还有很多难忘的瞬间，

比如南部的喀拉拉邦 （Ｋｅｒａｌａ）是由印度共产党执政的，满街都是埃内斯托·格

瓦拉 （ＥｒｎｅｓｔｏＧｕｅｖａｒａ）① 的画像；还有恒河畔的瓦拉纳希 （Ｖａｒａｎａｓｉ），其有 “印

度教圣城”之称，那里的朝圣者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时空观，那个城市也好像

是另外一个世界。

五　田野调查的价值

杨端程：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研究经验和精彩的故事，相信它们对有志于

从事城市研究或田野调查的读者会很有启发。我好奇的是，在量化分析日益成为

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今天，您认为质性研究特别是田野调查的价值在哪里？

张癑：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短长，选择哪种方

法完全取决于研究议题的性质。在量化研究盛行甚至很多人 “跟风”做量化的今

天，质性研究的价值和魅力就更突出了。就田野调查而言，它最大的价值是使你

可以通过与研究对象的面对面互动获取真实丰富的一手信息。这种信息和体验是

标准化的问卷、数字与统计模型无法取代的。

大家可能觉得作为一名外国人在陌生的国度从事田野调查很困难。有困难不

假，但也有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是，你能够在本地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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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关键点，这就是比较的价值。反过来，对 “他者”的了解可以加深我们对

自己国家与社会的认识。另外，我发现，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访谈对象在和我

交谈时会更有安全感，因此更愿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与真实想法，甚至会向我抱

怨他们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很有意思，这也使得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一

下子丰满了起来。

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这十多年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调查中得到了很多人

的帮助，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的支持和善意让我感到很温暖，也给了我巨大

的动力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研究。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研究，也使我在与不

同人的互动中体验到种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最重要的是，田野调查对我而言是一

个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你完全摆脱了熟悉的日常和各种限定，更能想明白自己内

心想要的是什么、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这就是 “走得越远，离自己越近”吧。

六　搭建比较政治与城市政治的桥梁

杨端程：您在 《美国政治学会比较政治通讯》２０２０年春季刊上还提到城市政

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和可靠抓手，这个观点也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共鸣，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比较政治研究应当重新聚焦到

全国层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的政治当中。您觉得这两种研究取向有根本性的冲突

吗？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冲突，那么二者的关系是什么？

张癑：我觉得这两种取向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它们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视

角，并且在实证分析和理论建构上也构成了互为补充的关系。对分析视角的选择

取决于研究议题。众所周知，比较政治是一个内涵丰富、议题广泛和方法多元的

领域，如果我们想考察国家建设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那么最好首先选择从全国层面

的政治入手，因为它能迅速为我们提供一个整体性的把握，不至于以偏概全；而

如果我们要研究国家治理与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次国家层面入手进行探索，

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治理与发展的复杂多样性。

具体说来，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体 （ａｃｔｏｒ）与制度结构，

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十分复杂，即便像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也并非 “铁板一

块”。李侃如 （Ｋｅｎｎｅｔｈ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Ｍｉｃｈｅｌ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对

此曾有过非常生动形象的描述，他们将中国的官僚结构和国家治理形态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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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威权主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指出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① 这其实就是一个把国家 “分解”开来的视角。还有如爱德华·吉布森

（ＥｄｗａｒｄＬＧｉｂｓｏｎ）通过对美国和拉美的研究指出，在民主社会内部也有大大小

小实行集权制的飞地。② 还有近来研究拉美国家警察制度的文献表明，这些民主国

家内部警察系统的运作和集权国家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区别。③ 因此，可以看到，无

论是从政府层级的角度还是从政府功能的角度来看，国家内部的制度和运作机制

都是非常复杂的。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很多国家内部的权力空

间也经历了重构，一方面是权力向诸如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下放的过程，另一方

面则是权力向社会组织、市场和国际组织的外移。另外，国家治理有一个重要的

空间维度，就是地域之间的不均衡始终存在，并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日益突出。

因此，如果不深入次国家层面，那么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研究上很难有进一

步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些新变量和发展趋势的出现，关注次国家行为体的比较政

治研究和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为中心的比较政治研究并非相互对立的关系，二者互

为补充，前者是对后者的拓展。

进一步，我认为从次国家层面入手，可以打破既定思维，帮助我们发现到底

什么因素在国家治理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长期以来，很多政治学研究对于政体

类型 （ｒｅｇｉｍｅｔｙｐｅ）有一种执念，认为民主、威权等政体类型是影响发展的关键，

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一直被当作特例 （ｏｕｔｌｉｅｒ）来看，中国研究也很少与政

治学中的其他领域对话。政体类型当然重要，但是当你下沉到城市层面，就会发

现政体并非影响治理与发展的唯一维度，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维度。以印度为例，

它虽然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政体，但在印度城市中主要是贫民窟居民参与投票，

大部分中产阶级反而不去投票。这是因为政客与贫民窟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恩庇

关系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政客为贫民窟居民提供水、电等基本公共产品，

贫民窟居民则回报以选票，贫民窟也就成了政客的 “票仓”。正是由于这种恩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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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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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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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



系的存在，印度的贫民窟超级稳定，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印度的城市化

与国家发展。

杨端程：国家能力始终是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您在新书的写

作过程中提出应该从有效性和包容性两个维度重新思考国家能力，但是在您的研

究对象———中国、巴西和印度三国的发展经验中，它们似乎体现的是这两个维度

不可得兼的状态，您觉得这两个维度应该如何协调，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

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张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更新我们对国家能力的想象，主要有两方面：第一，

目前大部分研究所关注的国家能力都是国家层面的，但是国家能力也具有地方性。

因此，我们可以把作为整体的国家能力分解下去，考察地方性国家能力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这对理解城市和区域发展非常重要。第二，迄今为止，学者们谈

论国家能力时多围绕强与弱进行，但就像物理学中的 “力”是一个矢量，既有大

小也有方向一样，国家能力不光是一个强与弱的问题，它还有能力性质和方向的

问题。一个国家可以用很强的能力去干一件坏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

国家能力及其结果呢？所以我们要考虑国家能力的服务对象是谁、服务于什么目

的。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包容性发展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这就是把对发展问题

的关注点从它的经济属性扩展到了社会属性。相应地，我们对国家能力的理解也

需要更新。我在书中提出，国家能力具有有效性和包容性两个维度，前者指国家

对治理目标与政策的执行力，后者指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对多元主体的接纳力和对

多元利益的保障力。基于这两个维度，我在书中建立了如表１所示的国家能力的

类型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表１ 国家能力的类型学

包容性

有效性
（强，强） （强，弱）

（弱，强） （弱，弱）

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很多脆弱国家的国家能力处于有效性和包容性都很弱的

这一层级，诸如印度和很多非洲国家。而巴西等实行西式民主政体的拉美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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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则表现出包容性强而有效性弱的特征。相应地，中国和一些东亚发展型

国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的国家能力应该是属于有效性强，而包容性还有待加

强的这一种类型。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会发现，有效性和包容性之间确实存在张力。增加协商讨

论的机制、扩大民主参与的机会，无论是从决策的过程还是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

看都会增加难度。公共管理的一些研究表明，由于民众缺乏专业知识、不了解官

僚系统的运作方式并且各自怀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民主参与一般会增加政策

制定与执行的时间成本，从而降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①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们

忽视包容性、否定民主参与的借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点。

杨端程：那现实中有没有国家的国家能力在有效性和包容性两个维度都很

强呢？

张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提出的这个类型学是基

于理想类型的一种建构。现实中对有效性和包容性两个维度的考量，对所谓有效

和无效、包容和不包容的测量也不是根据二分变量进行的。换言之，它不是按照０

和１来进行赋值的。换言之，从无效到有效、从不包容到包容是一个连续变量，

有效性强与弱、包容性强与弱都是相对而言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承

认两个变量之间张力的同时，找到那些能在二者之间较好做出平衡的案例，也就

是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包容性都较强的国家。一个备选案例是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工党

执政下的巴西，当时巴西作为 “金砖五国”中的一员，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表现亮

眼，而且也推行了不少包容性治理的政策，例如它的许多城市都积极推动参与式

规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和参与式预算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让更多的民

众参与决策过程，那一时期巴西的国家能力在有效性和包容性两个维度上都表现

得比较好。此外，詹姆斯·马洪尼 （ＪａｍｅｓＭａｈｏｎｅｙ）教授曾对我说哥斯达黎加是

在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包容性两方面水平都很高的国家，它被称为 “中美洲的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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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当然，还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如德国、丹麦、挪

威、瑞典，也被普遍认为在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包容性两个维度上都表现得比较

好。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案例。

七　城市与新冠肺炎疫情

杨端程：我们刚才谈到了国家能力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把目

光聚焦到当下。无论哪个国家，城市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过程中遭遇了

巨大挑战，也在抗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您觉得从城市的角度去研究疫情防控，

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癑：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探讨城市与疫情防控。

第一，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市政府与其他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政府层级间的权

力分配、协调与互动。举例来说，美国抗疫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全国层面

的政策应对，地方政府只能各自为政，当医疗物资紧缺时，甚至出现了彼此之间

互相竞争的局面。第二，我们在各国的疫情防控过程中看到了政府部门并不是唯

一的责任主体，各种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印度有很

多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为低收入人士发放食物和救助，协助疾管部门进行病毒接

触者追踪。在巴西，由于政府职能的缺位，里约热内卢的黑帮在贫民窟里强制实

行 “居家令”和宵禁，甚至用喇叭在贫民窟内播报： “Ａｎｙｏｎｅｆｏｕｎｄｍｅｓｓｉｎｇｏｒ

ｗａｌｋ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ｗｉｌｌｂｅｐｕｎｉｓｈｅｄ”① （任何擅自外出的人都将受到惩罚）。可

见，治理的主体和方式日益多元，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三，城市政治

不仅仅具有地方性，而且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早在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之前，

城市就已经超越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和难民问题等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城市外交也蓬勃发展。这点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更为突出，比如市长联盟推动了跨

国的政策学习与政策扩散，帮助各国城市共同应对这一危机。有的学者提出了

“城市主权” （ｃｉｔｙ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的概念，说明民族—国家不再是国际事务唯一的

中心。

同时，这次疫情也促使我们思考城市的未来是什么。有人问新冠肺炎疫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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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标志着城市的终结，因为也许人们会觉得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不再是理想的居

住地了。我认为不会。看看今天的中国，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大家又纷纷返

回城市复工复产复学。很明显，城市依然是最有活力的。人口密度高不是原罪，

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空间规划与制度设计使城市中的出行更为便捷，住房更具可

供性，绿地和公共空间更多，教育、医疗和养老体系更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更

有保障。因此，与其问城市会不会终结，不如问什么样的城市能在这次危机中展

现韧性、蓬勃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未来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八　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

杨端程：说到这次疫情促使我们思考未来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潘维教授

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 《论先进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文章，① 他在文中指出

要严格区分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城市治理的性质在于惩恶与秩序而不是提供公

共物品，这与您前述的观点似乎有所不同。那么，您如何看待城市建设与城市

治理？

张癑：潘维老师是我最敬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我人生的第一门比

较政治学课就是在北大读本科时潘老师教的。潘老师不仅给了我比较政治学的启

蒙，他的治学精神和家国情怀对我的成长也有深远影响。

潘老师的这篇文章非常有启发性。以往对城市治理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公共管

理或城市规划领域，而潘老师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围绕城市治理提出了一个系

统的理论框架，指出城市治理的水平是一个文明体系的核心。我们的观点并无矛

盾之处，因为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例如，潘

老师指出城市是密集的基础设施的集合体，这既是城市建设能力的体现，也是实

现有效城市治理的依托。而公共安全与秩序不仅是城市治理的目标，也是重要的

公共物品。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道路交通、通信、供水、

电网等工程性基础设施，也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社会性基础设

施。二者并重，才能把城市建设好，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这些认知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 “什么是城市”。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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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根本在于人。英文中城市 （ｃｉｔｙ）一词的词根是拉丁文 ｃｉｖｉｔａｓ，和公民

（ｃｉｔｉｚｅｎ）的词根一样。也就是说，有了人的聚集，就会有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会

有公共空间和公民生活，城市自然而然就出现了。类似地，卢梭曾在 《社会契约

论》（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中指出，在现代社会，“城市”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早已

被遗忘，大多数人将一个居住地 （ｔｏｗｎ）等同于一座城市 （ｃｉｔｙ）；他们不知道，

“住房能够形成居住地，而只有公民才能构成城市” （Ｈｏｕｓｅｓｍａｋｅａｔｏｗｎ，ｂｕｔ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ｍａｋｅａｃｉｔｙ）①。如果说这些是西方语境中的城市，那么我们中文语境里的

城市是什么呢？东汉的大学者许慎在 《说文解字》里给出的解释是 “城，以盛民

也”②。城市存在的意义是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这与西方语境中的城市是一致

的，也是城市治理最根本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潘维老师在其所著的 《信仰人

民》一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中国悠久的 “民本主义”政治传统中汲取

精华，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与上述 “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不谋而合。③

潘老师在文中指出，在东北亚以外的多数欠发达国家，大城市中遍布 “贫民

窟”或 “城中村”，里面缺乏基础设施，是乡村破产导致的城市乡村化。事实确

实如此。需要说明的是，乡村破产背后有复杂的政策原因。比如很多拉美国家在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行了重工轻农的政策，大量削减对农业的投资；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起，这些国家为了获取贷款而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和世界银

行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的结构调整计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该计划是

“华盛顿共识”（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一部分，目的是推动经济自由化和

放松管制。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农业衰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超过

了城市工业的吸收能力，最终导致 “非正规就业”和 “非正规住宅”的蔓延。这

也表明了美国精英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前面提到，“非正规性”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城

市中也存在相当多数量的城中村，但其出现的原因与拉美国家的贫民窟不同，主

要是地方政府选择性征地的结果。其实，无论是贫民窟还是城中村，都是全球化

都市的另一面，是整个城市产业链的一部分。以中国为例，学界已达成共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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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里的 “城中村”。这些 “城

中村”就像城市中的 “湿地”，在政府的保障房缺位的情况下，为没有本地户籍

的低收入劳动者提供了生存空间，是城市包容性和竞争力的体现，也是中国改革

开放历程的见证。当你走在广州或深圳的 “城中村”里，看着那些匆匆而过的年

轻人，能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承载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力量是最打动人的。

就城市治理而言，中外学者均指出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在内的多种力量的参与和互动。相

应地，潘老师在文中也提出要推动并完善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对于这点我十分

认同。同时，也许我们可以适当扩大社区自治主体的范围。目前，在城市社区中，

理论上只有拥有本市的户籍人口，即有本地户口的居民才能参与治理，外来务工

人员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资格，虽然他们在一些社区常住人口中的比例可能

非常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些人员虽然没有本地户籍，但是他们从事的

工作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很多人也都是纳税群体。因此，

应该给他们提供机会，参与社区自治，这也是提高城市治理包容性的重要渠道。

总之，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基础设施建

设也在世界独占鳌头。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加强城市

治理的包容性，是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下一阶段需要思考的

重要问题。未来我也会对这一领域投入更多的研究。

杨端程：在与您的交谈中，我们收获颇丰，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跟您探讨这些

话题并且将您的这些心得分享给广大读者朋友。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

的专访，期待您的新著作！再见！

张癑：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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